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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9年10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财政部《关

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09]56号)，这体现了国家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高度重

视，也成为新时期、新阶段指导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

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做大做

强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为贯彻该文件精神，财政

部、工商总局于2010年1月27日制定并发布了《关于推动

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暂行规

定》(下文简称《规定》)，大力推行特殊普通合伙制。截

至2013年底，40家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均已完

成特殊普通合伙转制，开启了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全

新时代。

根据我国《合伙企业法》，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

克服了有限责任制事务所在决策机制、质量管控、税收

政策等方面的弊端，有利于充分发挥事务所“人合”与

“资合”有机统一的优势，从而有助于事务所执业质量

的提高和进一步做大做强。同时，《规定》指出：采用

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会计师事务所，一个合伙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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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会计师事务所的特殊普通合伙制改制，重点是提高了审计报告签字合伙人的法律责任和潜在诉讼风险，当审计报

告签字人为非合伙人时，发生审计失败的法律责任仍无法真正落实，因此本文拟探索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是否为合伙

人，对事务所转制的效果是否有影响。研究发现：事务所转为特殊普通合伙制后，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合伙人时，对其所

审计客户公司盈余操控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客户公司的会计稳健性也提高更多，这说明，事务所转制对签字合伙

人和签字非合伙人的审计行为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事务所转制对签字合伙人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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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数个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合

伙企业债务的，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

其他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

任；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合伙企业债务以及合伙企业的其他债务，由全体合伙人

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此，相比有限责任制，特殊普通

合伙制下的连带责任追究机制，使得签字会计师尤其是

签字合伙人审计师在审计失败时可能要承担相对更多的

法律责任。

Gul e t a l.(2013)[1]研究发现，审计师个人特征会显

著影响审计判断和决策，相对于审计报告中的非合伙人

签字会计师，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行为更

加谨慎，审计质量更高。而从特殊普通合伙制的本质来

看，此次事务所转制提高了审计师的法律责任，意在增

强签字会计师且主要是签字合伙人审计师的法律诉讼风

险，而对非合伙人审计师，转制前后的法律责任并没有

明显变化。那么，事务所组织形式由有限责任制转换为

特殊普通合伙制之后1，法律责任的提升是否增强了注册

会计师尤其是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的谨慎性？采取特

殊普通合伙制的组织形式能否激励注册会计师提高审计

质量，抑制客户公司盈余操控行为？表现在签字合伙人

与签字非合伙人2方面，转制带来的效应是否因签字注册

会计师身份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这些重要的现实问

题直接关乎《规定》的具体实施成效。本文欲通过实证

研究的方法尝试解答上述问题。

本文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可能在以下方面拓

展和丰富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转制效应的进一步研究成

果。首先，本文在过去研究事务所转制基本效应的基础

上，进一步考虑事务所转制对签字合伙人与签字非合伙

人带来的不同法律风险变化时，二者的审计行为差异。

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事务所转为特殊普通合伙制，签

字合伙人所审计客户公司的可操控应计额显著下降，会

计稳健性显著提高，而对签字非合伙人所审计的客户公

司，转制带来的这些积极作用并不明显，这说明，转制

显著提高了签字合伙人的执业谨慎性和审计质量，而对

非合伙人的审计行为，转制带来的影响并不明显。造成

这一结果的原因，我们认为是此次事务所转制重点提高

了审计报告签字合伙人的法律责任和潜在诉讼风险，当

审计报告签字人为非合伙人时，发生审计失败的法律责

任仍无法真正落实。本文的发现进一步深化了事务所组

织形式对审计质量影响机制的研究，丰富了审计师个体

特征对审计质量的相关研究文献，为基于我国制度环境

下分析法律责任与审计质量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经

验证据。

其次，过去的文献研究事务所转制时，采用的是DID

的方法，将转制事务所与未转制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作为

共同的研究对象，是混合样本。但由于事务所转制是陆

续开展的，规模较大的事务所一般先转制，所以在同一

个年度，转制的一般为大所，而未转制的多为中小所，

因此，此时DID模型的研究结果很可能是事务所规模差异

造成的，而非事务所转制带来的影响。而本文是在具有

证券资格的事务所全部完成转制之后，从纵向研究事务

所转制前后所审计的同一批客户公司的审计质量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研究的是同一客户公司在事务所转

制前后的变化，避免了“事务所自身选择组织形式或客

户选择事务所组织形式”的内生性问题。

文献综述
关注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

原红旗和李海建(2003)[26]是国内最早涉及会计师事务所

组织形式的实证研究文献，他们在控制公司规模、盈利

能力、偿债能力和盈余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研究了事

务所组织形式与审计意见的关系，他们的实证结果发

现，事务所组织形式对审计意见没有显著影响。Firth et 

a l.(2012)[2]同样对我国审计市场事务所组织形式进行了

研究，与原红旗和李海建(2003)[26]不同，他们发现，普

通合伙事务所比有限责任公司制事务所发表非标准审计

意见的概率更高，发表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也更

大，审计报告行为更加谨慎，他们还进一步研究发现，

普通合伙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的可操控应计额也更低。

Muzatko et a l.(2004)[3]研究了1994年美国审计市场事务

所组织形式由普通合伙事务所转变为有限责任合伙所对

美国IPO市场股票折价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高诉讼

风险IPO公司在事务所组织形式转变后，IPO折价显著更

高，说明由普通合伙所转为有限责任合伙所，法律责任

下降，投资者的“深口袋”保障程度降低，IPO折价提



25证券市场导报   2016年11月号

理论综合

高了。Lennox和Li(2012)[4]采用英国审计市场的样本分析

发现，尽管事务所从无限责任的普通合伙转变为有限责

任的有限责任合伙后，法律责任减轻了，但并没有证据

表明事务所提供的审计质量有所下降，或者是市场份额

或审计费用降低，但他们也发现，转变为有限责任合伙

后，事务所的客户组合中高风险的上市公司有所增加。

理论研究方面，吕鹏和陈小悦(2005)[27]通过建立序

贯博弈模型，比较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两种情况下的博

弈均衡，他们分析发现，基于买方市场的审计市场，注

册会计师法律责任从有限责任制转为无限责任，其审计

质量并未提高。而刘斌等(2008)[28]通过建立审计质量二

次函数模型的研究发现，有限责任合伙制组织形式下，

随着客户公司数量的增加，如果赔偿机制健全，审计

失败率下降，审计质量将上升，因此，他们认为有限责

任合伙制是一种较好的组织形式。此外，孙鹏(2010)[29]

的博士论文以实验研究的方法研究了事务所组织形式与

审计谈判之间的关系，他的实验结果表明，由于不同组

织形式的事务所的法律责任不同，导致了事务所组织形

式不仅影响审计人员与客户的谈判策略，也影响其谈判

结果和谈判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他们的最终实验结果显

示，特殊普通合伙制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最佳组织形式。

自2010年财政部颁布《规定》推动事务所转制以

来，国内一些学者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研究了此次转制

的基本效应。聂曼曼等(2014)[30]发现事务所转为特殊普

通合伙制后更容易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质量显著

提高，但张俊生和张琳(2014)[31]则发现会计师事务所转

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后，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

客户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均未发生显著变化，李江涛等

(2013)[32]发现事务所转制后审计定价有所提高，但在控

制影响审计定价的系统性因素后，发现二者并没有直接

联系。刘行健和王开田(2014)[33]发现在转制政策出台当

年审计客户的正向盈余管理幅度有系统性显著下降，而

在转制的前后两年客户的正向盈余管理幅度并不存在

显著差异，耿红娟(2014)[34]却认为在控制了影响审计质

量的审计主体、审计客体及审计环境等相关因素的情况

下，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二

者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张雪华和陈小林(2015)[35]则在研

究事务所转制基本效应的基础上，发现事务所转型为特

殊普通合伙制之后，对高风险客户的盈余操控容忍度明

显下降，高风险客户盈余管理程度显著下降。

综上所述，一方面，关于事务所组织形式与审计质

量关系研究的实证文献相对匮乏，而此次我国政府推动

事务所转制为检验二者的关系提供了“自然实验”，以

此为契机，国内部分学者研究了事务所转制对审计质量

的基本影响效应，尽管尚未取得一致的研究结论，但丰

富了事务所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关系的研究。另一方

面，事务所转为特殊普通合伙制，审计师面临的最大改

变就是法律责任的增加，而从特殊普通合伙制组织形式

的内涵看，这一改变主要是对签字合伙人而言，因此，

法律责任的增加会使得不同审计师的审计行为发生何种

变化，这一变化是否会因合伙人的不同身份而存在显著

差异，关于这一问题尚无实证文献研究涉及，而这正是

本文拟检验的主旨问题与创新所在。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此次事务所组织形式由有限责任公司制转向特殊普

通合伙制，对审计师带来的最大冲击就是法律责任的改

变，而与事务所组织形式相关的法律责任对审计质量

的影响，国内外许多文献都对此进行了研究。Schwar t z 

(1997)[5]、Liu和Wang(2006)[6]都认为在严厉的法律制度

下，审计师的努力水平能够达到社会期望的最优，刘更

新和蔡利(2010)[38]指出，审计准则规定的审计质量水平

越接近法律规定的标准，审计师提供的审计质量水平越

高，可见他们也主张实行严厉的审计准则。另外一些文

献从法律诉讼风险的角度，研究发现法律制度的强化提

高了审计师的谨慎性，在审计定价、审计意见发表、客

户选择方面都表现的更加谨慎，且投资者也认为强化法

律责任可以提高审计质量。比如，Shu(2000)[7]发现，随

着客户公司法律诉讼风险的增加，审计师辞聘的概率提

高，二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Seetharaman et al.(2002)[8]

发现，基于不同国家法律制度背景下的诉讼风险差异，

英国的审计师对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

用，Blay(2005)[9]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审计师在面临高

诉讼风险的情况下更可能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此外，

Choi et al.(2008)[10]发现，法律制度严厉时的审计费用将

增加，法律制度影响审计定价。Choi和Wong(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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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降低其检查风险，规避由于可能的审计失败导致的

法律风险。从而在转换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之后，相较于

签字非合伙人，签字合伙人对上市公司的盈余操控的容

忍度可能会显著下调；而且基于自我保护、降低风险的

考虑，提高对客户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要求。基于上述分

析，本文提出如下基本研究假设：

事务所转为特殊普通合伙制，对签字合伙人的审计

行为与审计质量的影响更加显著，相对于签字非合伙

人，对其所审计客户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更

加明显、会计稳健性的提高程度也更大。

实证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本文采用盈余管理与会计稳健性作为审计质量的度

量指标，为完成所提出的研究假说的检验，拟建立如下

两个计量模型。

1. 盈余管理

借鉴C a r a m a n i s和L e n n o x ( 2008 ) [17]、G u n n y 和

Zhang(2013)[18]、原红旗和韩维芳(2012)[39]、Wang和

Dou(2015)[19]等人的研究，采用“可操控应计额”作为盈

余管理程度的度量指标，所建立的模型如下：

DA=α0+α1LLP+α2PARTNER+α3LLP*PARTNER+α4LNTA+

α5ROE+α6LEV+α7LOSS+α8AGE+α9ARINT+α10CURRENT+α11CATA

+α12CFO+α13GROWTH+α14OP+α15BIG+α16Z_score+ε          (1)

模型(1)中，D A为可操控应计额，根据K o t h a r i  e t 

a l.(2005)[20]提出的ROA-matched模型，DA的计算过程

如下：

TAt/At-1=β1(1/At-1)+β2(∆REVt/At-1)+β3(PPEt/At-1)+β4ROAt+σ 

其中，TAt是总应计利润(Total Accruals，TA)，为经

营利润减去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之差，At-1为上期期

末总资产，△REVt为本期销售收入与上期销售收入的差

额，PPEt为本期固定资产原值，ROAt为本期总资产收益

率，σ表示残差。通过分行业、分年度回归以上方程，计

算其残差项作为可操控应计额DA，将DA的值代入检验模

型(1)分析。

LLP是虚拟变量，如果事务所转为了特殊普通合伙

制则设为1，其他为0。PARTNER表示签字注册会计师的

合伙人身份，当两名3签字注册会计师中至少有一名为签

分析了法律制度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

发现，发行债券或权益证券的公司与选聘“五大”呈正

相关，且随着法律制度的强化这种相关关系逐渐减弱。

Khurana和Raman(2004)[12]检验了不同法律诉讼风险背景

下“四大”和“非四大”审计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的差

异，他们发现在美国“四大”审计的公司的权益资本成

本更低，但在其他诉讼风险更低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和

英国，“四大”审计的公司与“非四大”审计的公司的

权益资本成本没有显著差异。

Dye(1993)[13]、Dye(1995)[14]都认为增加责任赔偿的

力度有利于提高审计质量。Dye(1995)[14]还指出，如果事

务所从无限赔偿责任转为有限赔偿责任状态，对在事务

所没有投资或者投入资本很少的审计师而言，由于其在

公司的投入与提高审计质量的激励绑定在一起，因此他

们将缺乏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动力。Yu(2011)[15]通过

实验研究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显示，严厉的法律制度能够

提高审计师的独立性，而按责任比例承担损失赔偿的规

则有助于敦促审计师提高努力水平。Smith(2012)[16]还通

过实验研究进一步发现，降低审计失败所应承担的法律

赔偿责任，会给投资者传递审计质量下降的信号，甚至

引起管理层旨在减少内部控制资源的投资。此外，宋衍

蘅和肖星(2012)[36]研究发现，审计师面临的法律风险增

加时审计质量将提高，刘彬和韩传模(2011)[37]通过博弈

模型分析认为，特殊普通合伙制的无限责任赔偿机制更

能促使事务所提高审计服务质量。

根据前文所述，事务所转制会导致审计师法律责任

的变化，转制之后，会计师事务所以及注册会计师个体

的法律风险提升，这不可避免地会使其调低审计风险的

容忍度，促使其审计报告的行为更加谨慎。注册会计师

会通过强化项目组人员配备、增加审计程序、加大项目

质量控制复核力度等手段，将审计风险控制在适当的水

平。特别地，对于签字合伙人，其本身就是事务所的所

有者和管理者，与签字非合伙人相比，签字合伙人与事

务所的利益目标更具一致性，审计行为往往更加稳健和

保守(Gul et al., 2013)[1]，且在转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之后，

合伙人的法律责任和潜在诉讼风险大大增加，因此，相

对于签字会计师中的非合伙人，具有合伙人身份的注册

会计师可能会实施更加充分的审计程序，降低重要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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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合伙人时取值为1，否则为0，模型(1)中要检验的是交

互项LLP*PARTNER的系数α3，如果α3显著为负，表明在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事务所转为特殊普通合伙制，

对签字合伙人所审计客户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抑制作用

更加明显。模型(1)中控制变量的选择是根据Kothar i e t 

a l.(2005)[20]、罗党论和黄旸杨(2007)[40]进行的，各变量

的符号和定义见表1。

2. 会计稳健性

会计稳健性作为审计质量的度量指标时，其计量模

型众多，其中，Basu(1997)[21]的盈余-股票报酬计量法被

认为具有比较优势，被广泛采用(张兆国等，2012)[41]。

因此，本文拟在Basu(1997)[21]模型基础上，建立如下计

量模型：

E/P=γ0+γ1R+γ2DR+γ3R*DR+γ4LLP+γ5LLP*R+γ6LLP*

DR+γ7LLP*R*DR+γ8LNTA+γ9LNTA*R+γ10LNTA*DR+γ11LNTA

*R*DR+γ12MB+γ13MB*R+γ14MB*DR+γ15MB*R*DR+γ16LEV

+γ17LEV*R+γ18LEV*DR+γ19LEV*R*DR+δ                        (2)

模型(2)中，E/P表示每股收益与期初的股票开盘价

的比值，R表示公司当年5月1日到下一年度4月30日的个

股年回报率，DR是个股年回报率的虚拟变量，如果R小

于零则设为1。根据Basu(1997)[21]采用股票回报的正负作

为好消息或坏消息的指征，DR小于0表示坏消息，大于0

则表示好消息，如果会计盈余对坏消息反映更快则认为

更稳健，因此，如果事务所转制之后客户公司的会计稳

健性提高，那么估计LLP*R*DR的系数γ7应显著为正。需

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研究事务所转制对不同审计师合伙

人特征的审计客户会计稳健性可能带来的影响时，考虑

到模型(2)中已经涉及到了三个变量的交互项，因此，我

们在研究设计上采用对样本分组回归，比较两组回归结

果的系数是否有显著差异的思路，来判断面对事务所转

制带来的法律风险变化时，签字合伙人与签字非合伙人

所审计客户公司会计稳健性的提高程度是否存在显著差

异。为此，我们首先设定表示注册会计师合伙人身份的

变量PARTNER，如果审计报告中的两名签字审计师中至

少有一位是签字合伙人，则PARTNER取值1，否则为0，

然后，按照分组之后的签字合伙人组(PARTNER=1)和签

字非合伙人组(PARTNER=0)分别对模型(2)回归，最后，

通过比较两组回归结果中待检验交互项的系数γ7来判断

事务所转制对签字合伙人与签字非合伙人审计质量的影响

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另外，参考Khan和Watts(2009)[22]、

Chen et al.(2010)[23]以及Gul et al.(2013)[1]的建议，模型(2)

中还控制了客户公司特征变量：资产规模LNTA、资产负

债率LEV、公司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的比值MB。模型(2)

中所有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9～2013年期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保险

业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选取已转制事务所在转制当年

和转制前一年所审计同一批客户公司为样本，根据样本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我们

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上手工搜集了签字审计师个

人信息的样本，为确保转制前后对照样本完整有效，剔

除了注册会计师个人特征信息不完整的观测值，我们按

照“姓名——所属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编号”

三者唯一对应的原则交叉核对签字审计师的相关信息，

对异常和可能的错误信息，反复查证后予以更正或剔

除，最终我们获得了事务所转制当年的样本总数为1288

个，对应的转制前一年所审计同一批客户样本也为1288

个，因此，共有2576个符合条件的样本观测数。样本研

表1  变量符号与定义

符号 定义

DA 可操控应计额

E/P 公司每股收益除以期初股票开盘价

LLP 事务所转制为了特殊普通合伙制等于1，其他等于0

PARTNER 审计报告中至少有一位审计师为签字合伙人则取值1，否则为0

R 从当年5月1日至下年4月30日的个股年回报率

DR 如果个股年回报率小于0则等于1，其他等于0

LNTA 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MB 股东权益的市值和账面价值之比

LEV 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

ROE 净资产报酬率(股东权益回报率)

LOSS 连续两年亏损等于1，其他等于0

AGE 公司上市年限

ARINT 应收账款加上存货除以资产总额

CURRENT 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

CATA 流动资产除以净资产

CFO 来自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量除以总资产

GROWTH 营业收入增长率

OP 如果公司收到非标准意见等于1，其他等于0

BIG4 事务所为国际四大则取值为1，否则为0

Z_score 根据Altman(1968)计算的公司财务困境指数



28 证券市场导报   2016年11月号

理论综合

究中的其他财务数据来自CSMAR国泰安数据库，为消除

极端值可能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1%和99%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所有模型的回归

分析均使用stata.13处理。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从表2的统计结果

可以看出，样本公司的可操控应计额DA的均值为0.002，

而DA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417和-0.286，中位数为

-0.002，这说明所观测样本公司中普遍存在盈余操控现

象，且样本公司之间利用可操控应计进行盈余管理的程

度差异较大。约有55%的样本公司个股年回报率为负，

7.5%的公司连续两年亏损，样本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

为46.8%，平均净资产报酬率为7.1%，平均营业收入增

长率为19.3%，财务困境指数(Z_score)的均值为1.293。

所有样本公司中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约为2.6%，

约有6.4%的样本公司为“四大”的审计客户。此外，

PARTNER的平均值为0.924，说明所有审计报告的两名

签字审计师中，至少有一名为签字合伙人的比率约为

92.4%，这意味着约占样本总数的7.6%、即196个观测值

(或者说98个样本公司)的审计报告签字会计师为签字非合

伙人。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3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从表中第(1)列的

结果看，交互项LLP*PARTNER的系数为-0.005，且在

10%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事务所转制对签字合伙人所

审计客户公司的盈余操控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表现为其

所审计的客户公司在事务所转制后的可操控应计额下

降更加明显。进一步地，由于客户公司正向或者负向

的盈余操控可能造成的审计失败和风险往往不同，而

会计师事务所转为特殊普通合伙制后，审计师的法律诉

讼风险增加，通常会更加关注调高盈余的正向盈余操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Number Mean Sd Min P25 Median P75 Max

DA 2576 0.002 0.087 -0.286 -0.045 -0.002 0.041 0.417

E/P 2576 0.025 0.043 -0.409 0.009 0.022 0.042 0.307

LLP 2576 0.500 0.500 0.000 0.000 0.500 1.000 1.000

PARTNER 2576 0.924 0.262 0.000 1.000 1.000 1.000 1.000

R 2576 0.045 0.383 -0.627 -0.207 -0.040 0.196 4.131

DR 2576 0.550 0.498 0.000 0.000 1.000 1.000 1.000

LNTA 2576 21.939 1.283 19.003 21.014 21.763 22.658 27.229

MB 2576 3.378 2.866 0.350 1.681 2.532 4.037 20.244

LEV 2576 0.468 0.213 0.041 0.305 0.485 0.632 0.992

ROE 2576 0.071 0.119 -0.646 0.033 0.075 0.123 0.402

LOSS 2576 0.075 0.264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AGE 2576 10.311 5.870 1.000 4.250 11.083 15.083 23.333

ARINT 2576 0.272 0.178 0.000 0.136 0.246 0.380 0.772

CURRENT 2576 2.301 2.938 0.203 1.007 1.442 2.286 22.699

CATA 2576 0.561 0.219 0.043 0.399 0.581 0.732 0.977

CFO 2576 0.047 0.098 -0.296 -0.003 0.046 0.099 0.383

GROWTH 2576 0.193 0.385 -0.299 0.027 0.115 0.237 3.258

OP 2576 0.026 0.160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BIG4 2576 0.064 0.265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Z_score 2576 1.293 0.880 -6.542 0.842 1.269 1.714 8.935

表3  模型(1)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DA DA>0 DA<0

截距
0.014
(0.48)

0.149***
(4.50)

-0.074**
(-2.30)

LLP
-0.008***
(-5.10)

-0.006***
(-2.97)

-0.006***
(-3.44)

PARTNER
-0.002
(-0.49)

-0.011
(-1.49)

-0.001
(-0.14)

LLP*PARTNER
-0.005*
(-1.68)

-0.007**
(-2.29)

-0.002
(-0.43)

LNTA
0.003**
(2.31)

-0.004**
(-2.39)

0.006***
(3.84)

ROE
0.001
(0.80)

0.002
(0.71)

-0.001
(-0.19)

LEV
-0.046***
(-4.78)

-0.003
(-0.31)

-0.053***
(-5.31)

LOSS
-0.022***
(-5.87)

-0.008*
(-1.91)

-0.023***
(-5.66)

AGE
-0.001
(-0.78)

0.001
(1.47)

-0.001***
(-2.65)

ARINT
0.008
(0.61)

0.009
(0.57)

-0.006
(-0.40)

CURRENT
-0.001
(-0.70)

-0.001
(-0.71)

0.001
(0.03)

CATA
-0.082***
(-8.61)

-0.064***
(-5.70)

-0.054***
(-5.59)

CFO
-0.795***
(-37.22)

-0.616***
(-14.77)

-0.564***
(-16.43)

GROWTH
0.072***
(7.02)

0.096***
(9.94)

0.005
(0.75)

OP
-0.005
(-0.86)

-0.004
(-0.74)

-0.009
(-1.21)

BIG4
-0.009**
(-2.06)

0.008
(1.51)

-0.010**
(-2.31)

Z_score
0.009***
(3.73)

0.011***
(4.10)

0.004*
(1.74)

R2 0.728 0.660 0.596

N 2576 1236 1340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所有回归结果是处理异方差和序列相
关误差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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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从而对高估盈余的操控行为严格抑制，因此，本文

参考Kim et al.(2003)[24]、原红旗和韩维芳(2012)[39]等人

的做法，按照可操控应计D A的方向将全部观测样本分

为DA>0与DA<0，分组后的样本分别对模型(1)进一步回

归，表3第(2)列和第(3)列的结果显示，在D A>0组，交

互项LLP*PARTNER的系数为-0.007，且在5%水平上显

著，这说明事务所转制对签字合伙人所审计客户公司的

正向盈余操控行为的抑制作用明显，在DA<0组，交互项

LLP*PARTNER的系数依然为负，但不显著，说明在负向

盈余操控组，事务所转制对客户公司的盈余操控行为的

抑制效果并不明显，由此可见，区分可操控应计DA的方

向后的回归结果与已有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表4报告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从表中第(1)列的基本

模型回归结果可见，待检验交互项LLP*R*DR的系数在

签字合伙人(PARTNER=1)样本组为0.063(5%水平显著)，

第(3)列的结果显示控制公司特征回归后的这一系数为

0.057(1%水平显著)，这说明事务所转为特殊普通合伙制

显著提高了签字合伙人所审计客户公司的会计稳健性。

从表中第(2)列的基本模型回归结果可知，待检验交互项

LLP*R*DR的系数在签字非合伙人(PARTNER=0)样本组

为0.042(不显著)，第(4)列控制了公司特征回归后的结果

显示这一系数仍不显著，这说明事务所转制对签字非合

伙人所审计客户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并未产生显著影响。

此外，不论是基本模型回归还是控制公司特征的回归，

其分组后回归的组间回归系数的Chow检验结果都是十分

显著的。这些都一致说明，事务所转制对签字合伙人与

签字非合伙人的会计稳健性影响是不同的，签字合伙人

在面临事务所转制带来的法律责任和潜在诉讼风险增加

时，审计报告行为变化更大，所审计客户公司的会计稳

健性显著提高，而签字非合伙人由于转制给他们带来的

法律责任和风险的变化并未真正落实，其所审计客户公

司的会计稳健性并未得到显著提高。

综合以上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见，事务所转制对

签字合伙人与签字非合伙人的审计行为的影响是不同

的，具体表现在：事务所转制对签字合伙人所审计客户

公司的盈余操控行为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并且显著提高

了签字合伙人所审计客户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而对签字

非合伙人，无论是从盈余管理还是会计稳健性的角度，

其检验结果都证明转制对他们的积极作用并不明显。造

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正如前文中所分析，是在于此次事

务所转制给签字合伙人与签字非合伙人带来的法律责任

和风险的变化是不同的。显然，事务所组织形式向特殊

普通合伙制的转变，使得签字合伙人的法律责任和潜在

诉讼风险大大增加，为规避可能的审计失败和损失，签

字合伙人势必采取更为审慎的审计方法和程序，努力控

制审计风险，提高审计服务的质量，而对签字非合伙

表4  模型(2)回归结果

基本模型回归结果 控制公司特征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PARTNER=1 PARTNER=0 PARTNER=1 PARTNER=0

截距
0.027***
(12.78)

0.030*
(1.96)

-0.272***
(-5.91)

-0.339*
(-1.74)

R
0.010*
(1.93)

0.018
(0.97)

-0.018
(-0.19)

-0.106
(-0.29)

DR
0.004
(1.23)

-0.005
(-0.31)

0.122**
(2.03)

0.206
(0.81)

R*DR
0.037***
(2.67)

0.004
(0.12)

0.334
(1.51)

-0.265
(-0.41)

LLP
0.002
(0.72)

0.011
(0.67)

0.001
(0.02)

0.016
(1.01)

LLP*R
-0.015**
(-2.32)

-0.025
(-1.07)

-0.017***
(-3.02)

-0.055*
(-1.79)

LLP*DR
0.002
(0.30)

-0.009
(-0.44)

0.005
(0.99)

-0.026
(-1.32)

LLP*R*DR
0.063**
(2.25)

0.042
(1.37)

0.057***
(2.69)

0.044
(1.05)

LNTA
0.015***
(6.57)

0.018*
(1.95)

LNTA*R
0.002
(0.49)

0.005
(0.29)

LNTA*DR
-0.006**
(-2.09)

-0.010
(-0.82)

LNTA*DR*R
-0.018*
(-1.74)

0.017
(0.55)

MB
0.001
(0.63)

0.001
(0.19)

MB*R
-0.002**
(-2.03)

0.001
(0.03)

MB*DR
-0.002*
(-1.86)

-0.009
(-1.39)

MB*DR*R
-0.008**
(-2.55)

-0.025
(-1.64)

LEV
-0.042***
(-3.33)

-0.076
(-1.43)

LEV*R
-0.012
(-0.47)

0.061
(0.79)

LEV*DR
0.034**
(2.10)

0.087
(1.52)

LEV*DR*R
0.244***
(3.97)

-0.004
(-0.03)

Chow检验 (F=7.79***, P=0.000) (F=3.84***, p=0.000)

R2 0.030 0.059 0.169 0.202

N 2380 196 2380 196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所有回归结果是处理异方差和序列相
关误差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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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由于其在事务所转制前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和面临

的诉讼风险并未产生是实质上的改变，或者说转制给他

们带来的潜在审计失败风险并未真正落实，所以，其所

审计客户公司的可操控应计额和会计稳健性在转制后均

未发生显著变化，审计服务质量并未得到提高，这与本

文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两个检验模型的结果均支持了

我们的研究假说。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增强本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我们继续从

以下几个方面对文中的两个模型做了稳健性检验。

1. 剔除“四大”样本

考虑到在此次事务所向特殊普通合伙制的转制过程

中，“四大”还同时进行了本土化的转制，从而导致可能

很难区分两种“转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因此，将“四

大”样本剔除，在剩余样本中重新对模型(1)和模型(2)分别

回归，表5中Panel A结果显示：剔除“四大”后的样本回

归结果与前文中全样本下的各模型检验结果是一致的。

2. 剔除“换师”样本

在我们的研究样本中，部分样本公司在事务所转制

前后更换了签字审计师4，为避免由于更换签字审计师给

本文的研究结果带来的“噪音”，将审计客户公司在转

制前后所聘事务所中存在“换师不换所”的样本删除，

净化后的样本再次分别按照我们建立的两个模型回归，

表5中Panel B结果说明，剔除“换师”样本后的检验结果

与前文的研究结果吻合。

3. 控制行业固定效应

考虑到行业固定效应可能对研究结果造成一定的影

响，分别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做了以下处理：第

一，模型(1)中直接引入行业控制变量，控制行业固定效应

后的结果报告于表5Panel C。第二，参考Ramalingegowda

和Yu(2012)[25]对行业控制变量的处理，在模型(2)的基础

上，引入行业虚拟变量INDU，并与模型(2)中的R、DR、

R*DR生成交互项INDU*R、INDU*DR、INDU*R*DR，然

后将行业虚拟变量INDU和新生成的交互项全部代入原模

型(2)重新回归。表5中Panel C结果说明控制行业固定效

应后的结果与前文中两模型的回归结果一致。

4. 样本配对

考虑到分组后的签字非合伙人样本个数(PARTNER=0)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Panel A  剔除“四大”样本

模型(1)回归结果

变量 DA DA>0 DA<0

LLP*PARTNER
-0.006*
(-1.86)

-0.007***
(-3.18)

-0.002
(-0.36)

R2 0.729 0.663 0.601

N 2412 1182 1230

模型(2)回归结果

变量 基本模型回归结果 控制公司特征的回归结果

PARTNER=1 PARTNER=0 PARTNER=1 PARTNER=0

LLP*R*DR
0.034*
(1.75)

0.029
(0.67)

0.040**
(2.33)

0.034
(0.60)

Chow检验 (F=16.87***, P=0.000) (F=11.44***, P=0.000)

R2 0.028 0.058 0.160 0.183

N 2224 188 2224 188

Panel B  剔除“换师”样本

模型(1)回归结果

变量 DA DA>0 DA<0

LLP*PARTNER
-0.007**
(-2.13)

-0.009**
(-2.20)

-0.005
(-1.35)

R2 0.709 0.650 0.583

N 2176 1036 1140

模型(2)回归结果

变量 基本模型回归结果 控制公司特征的回归结果

PARTNER=1 PARTNER=0 PARTNER=1 PARTNER=0

LLP*R*DR
0.101***
(2.79)

0.053**
(2.15)

0.090***
(3.14)

0.055
(1.63)

Chow检验 (F=15.37***, P=0.000) (11.58***, P=0.000)

R2 0.030 0.051 0.163 0.180

N 2022 154 2022 154

Panel C  控制行业固定效应

模型(1)回归结果

变量 DA DA>0 DA<0

LLP*PARTNER
-0.005*
(-1.72)

-0.007***
(-3.30)

-0.005
(-1.51)

R2 0.732 0.667 0.616

N 2576 1236 1340

模型(2)回归结果

变量 基本模型回归结果 控制公司特征的回归结果

PARTNER=1 PARTNER=0 PARTNER=1 PARTNER=0

LLP*R*DR
0.033*
(1.70)

0.017
(0.40)

0.040**
(2.37)

0.018
(0.31)

Chow检验 (F=8.37***, P=0.000) (11.58***, P=0.000)

R2 0.046 0.104 0.180 0.210

N 2380 196 2380 196

Panel D  样本配对

模型(1)回归结果

变量 DA DA>0 DA<0

LLP*PARTNER
-0.016*
(-1.88)

-0.011*
(-1.85)

-0.009
(-0.95)

R2 0.731 0.708 0.593

N 392 176 216

模型(2)回归结果

变量 基本模型回归结果 控制公司特征的回归结果

PARTNER=1 PARTNER=0 PARTNER=1 PARTNER=0

LLP*R*DR
0.053**
(2.31)

0.042
(1.37)

0.062**
(2.53)

0.044
(1.05)

Chow检验 (F=9.73**, P=0.000) (F=3.20***, P=0.000)

R2 0.056 0.059 0.189 0.202

N 196 196 196 196
注：限于篇幅，本表只报告了待检验变量的回归结果以及Chow检验结果；***、**、*分别表示在
1%、5%和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所有回归结果是处理异方差和序列相关误差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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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规定》实施之前，具备证券资格的普通合伙制事务所仅

广东大华德律事务所和五洲松德事务所，其审计的上市公司数量相

对较少且后来均被其他事务所合并，也即转制之前大多数事务所均

为有限责任制。故而，本文重点考察有限责任转换为特殊普通合伙

制，下文若未做特殊说明，均指该种形式的转制。

注释

2. 后文简称为“签字合伙人”与“签字非合伙人”。

3. 极个别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也可能是由3名审计师共同签

名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选取前2名签字审计师作为研究对象。

4. 尽管我们选取同一公司在转制前后的观测值为样本，但即使是

同一事务所审计的同一公司，也可能存在“换师不换所”的情况。

相对于签字合伙人(P A R T N E R=1)偏少，我们继续按照

同年度、同行业、业绩(R O E)最接近的原则，将196个

PARTNER=0的样本同时配对196个PARTNER=1的样本，

将完成配对后的392个样本在原模型(1)和模型(2)中重新

回归。表5中Panel D的结果证明，进行样本配对后的结果

仍与前文所报告的全样本下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以上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再次证明，事务所转制对签

字合伙人与签字非合伙人的审计行为和审计质量的影响

是不同的，事务所转制后，签字合伙人的审计行为发生

显著变化，所审计客户公司的盈余操控程度下降更加明

显，会计稳健性得到显著提高；而签字非合伙人受事务

所转制的影响并不明显，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我们的研

究结论一致。

研究结论
本文以事务所转制前后所审计同一批客户公司为研

究样本，在现有文献研究事务所转制对审计质量影响的

基本效应基础上，进一步考虑转制对签字合伙人和签字

非合伙人带来的不同法律风险变化时，转制对二者审计

行为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事务所转制对签字合伙人

与签字非合伙人的审计行为和审计质量的影响是不同

的，转制后签字合伙人所审计客户公司的盈余操控行为

得到明显抑制，会计稳健性显著提高；而对于签字非合

伙人，转制带来的这些积极作用并不明显。造成这一结

果的原因是事务所转制给签字合伙人与签字非合伙人所

带来的法律责任和风险的变化是不同的，转制更大程度

上提高了签字合伙人的法律责任和潜在诉讼风险。本文

基于事务所转制的自然实验展开研究，这种动态环境的

变化有利于更好地检验审计师个人特征对审计质量的影

响机制，本文的发现丰富了审计师个人层面上对审计质

量研究的相关文献，深化了事务所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

影响机制的研究。

此外，本文从纵向研究事务所转制前后所审计的同

一批客户公司的审计师质量的变化，这是研究政策效果

的纵列数据模型法，有别于过去的DID模型要求样本的独

立同分布，同时克服了DID模型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徐晋涛等，2004)[42]，为将来的同类研究提供了新的计

量模型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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